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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职业暴露后预防（nPEP）是阻断HIV传播的一种生物学手段，欧美等国家及WHO均

推荐在HIV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 nPEP，但至今其使用率依然很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IMB模

型）可以准确的解释健康行为的发生和改变，本文以该模型为理论框架对 nPEP药物使用的影响因素

研究进行综述，为更深入研究如何促进nPEP的使用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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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occupational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nPEP), a biological means to
block the transmission of HIV, is recommended by European countries, USA and WHO to use in HIV
high-risk groups, but its utilization rate is still very low. The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model (IMB) can accurately explain the prevalence and change of health behaviors. Based on this
mode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in research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nPEP us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use of nP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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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后预防（Post-exposure prophylaxis，PEP）是阻断

HIV传播的一种生物学手段，最早用于职业暴露［1］，保护率

可以达到 80%［2］，鉴于其良好的预防效果［3］，有学者提出将

PEP 应 用 于 高 危 人 群 的 HIV 非 职 业 暴 露 后 预 防

（non-occupation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nPEP），欧美等国

家及WHO均推荐在HIV高危人群中推广使用 nPEP［4-6］。虽

然近几年 nPEP的知晓率有显著提高，使用率却依然很

低［7］，使得此种干预手段无法发挥遏制HIV传播的作用。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model，IMB 模型）是在 1992年由 Fisher JD和 Fisher
WA［8］提出，可准确解释健康行为的发生和改变［9-10］。本文

以 IMB模型为理论框架，同时结合模型以外的其他可能的

影响因素，对 nPEP药物使用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综述，为

更深入研究如何促进nPEP的使用提供基础。

一、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概述

IMB模型认为，影响HIV预防行为发生的有 3个基本决

定因素：①HIV感染和预防相关的信息因素：指与HIV传播

和预防直接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是改变HIV高危行为的先

决条件［8，11］；②参与HIV预防的动机因素：包括个人动机和

社会规范，个人动机指个人对感染HIV风险的感知和对采

取健康促进行为的态度［12-13］，社会规范指一个人周围的社

会环境对于某种健康促进行为的态度和支持程度［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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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实施HIV预防的行为技巧因素：实施某特定HIV预防措

施所应该具备的客观技能以及完成这一措施的自我

效能［16-18］。

IMB模型假设HIV预防行为是一个函数，而信息、动机

和行为技巧被看作是影响函数的自变量、自变量之间以及

自变量与函数间存在关联且关联具有方向性［19］。从信息、

动机和行为技巧这 3个结构出发，在 IMB模型的理论框架

下，既可以探索某健康促进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又可以在

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最后还可以对干预措施的

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价。目前，IMB模型的作用已在HIV预

防行为的相关因素研究和干预试验中得到了证实［19-20］，有

研究发现，信息和动机可通过行为技巧影响MSM的HIV预

防行为，模型对实际资料的拟合程度较高，3个因素很大程

度上解释了行为的改变［19］。

二、信息、动机和行为技巧对nPEP使用的影响

1.信息因素对nPEP使用的影响：

（1）nPEP的相关知识：nPEP是由 28 d的抗病毒治疗组

成，适用于 72 h内存在HIV暴露风险的个体［1］，与安全套和

HIV检测等传统的干预手段相比，nPEP是一种比较新颖的

生物学干预措施，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知晓当地存在

nPEP服务的 MSM曾使用过 nPEP的比例是不知晓者的

1.63倍［21］，可见知晓是使用的前提条件。虽然不同地区不

同研究发现的 nPEP的知晓率差异较大，但是近 5年开展的

部分研究结果显示知晓率均高于 50%［7，22-25］，有的甚至接近

90%［7］，但是使用率却很低，基本未超过 10%［21］；而在知晓

nPEP存在且近期发生过无保护性行为的MSM中 nPEP的使

用率也很低，仅为 8.7%［21］。这很可能与研究对象自我感知

HIV的感染风险较低有关［26-27］，因为有研究发现，部分HIV
高危人群中存在不了解对方HIV感染情况时，过度相信“与

固定性伴发生无保护性肛交就一定不会感染HIV”，以及通

过外表无异常判断对方不是HIV感染者等观念，这些都可

能会直接影响个人对自身感染风险的判断［27］；而且 nPEP要
求必须在发生了可能感染HIV行为（如无保护性肛交和共

用注射器吸毒等）的 72 h内服药才有效果，所以即使一个人

发生了无保护性行为，如果其不能在 72 h内正确感知感染

风险并做出决定，尽管在知晓的情况下，也可能不会选择使

用或错过使用 nPEP。此外，nPEP还要求必须连续服药

28 d，而且在服药前必须进行HIV检测，以排除是否已经感

染，在服药 28 d后同样进行HIV检测，以评价是否有效，同

时，服药期间还会有类似腹泻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所以相

对于其他干预措施，nPEP需要使用者知晓和掌握更多的相

关知识，并能够将这些知识转化为正确使用 nPEP的行为技

巧。但是相关研究［27］却发现，虽然有 90%的调查对象知道

在哪里可以获得 nPEP药物，也知道服药越早疗效越好，但

是知晓需要连续服药 28 d者却仅有 43%，可见虽然 nPEP的
知晓率已经有所提高，但是高危人群对于相关知识并未完

全掌握，所以对于 nPEP的宣传还应进一步加强，使其掌握

正确全面的知识，促进正确使用nPEP。

（2）HIV预防相关知识：除了 nPEP相关知识外，个人还

需充分了解HIV传播和预防的相关知识，以确保正确使用

nPEP。因为 nPEP服药需要个人第一时间对自身感染风险

进行评估，所以，了解当前艾滋病流行情况、高危行为和高

危人群，可能直接影响个人判断，从而影响其对 nPEP的选

择。另外，有研究发现，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更好者，使用

nPEP的意愿更强［27］，而且能够定期进行HIV和性病检测者

曾使用过 nPEP的可能性也更高［20］，这可能是因为健康意识

较强者会更积极的收集、学习和使用如 nPEP等较新的HIV
防护措施，也有可能是其在咨询或检测的过程中，由工作人

员向其介绍了相关知识。

2.动机因素对nPEP使用的影响：

（1）HIV感染风险的自我感知：在具备相关知识的情况

下，感知到自身存在HIV感染风险，可能是个体实施健康行

为或采取防护措施的主要动因。有多数研究发现，近期发

生过无保护性行为、被诊断过性病，以及使用过助兴剂的调

查对象曾使用过 nPEP药物的可能性远高于未出现以上行

为或情况者，可见发生HIV感染的高危行为与使用 nPEP之
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7，28-30］。但是，一项定性研究发现，受

访者普遍认为他们的无保护性行为大部分是与“可以信任”

和“彼此了解”的性伴发生的，据此判断HIV感染的风险较

低，所以不会使用 nPEP［26］。由此可见，对自身感染风险的

认定可能比高危行为本身更能促进 nPEP的使用，但是部分

高危人群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并没有依据客观的HIV传播

知识，而是更多的依靠主观情感，这样可能会使其低估自身

的感染风险，从而失去服用 nPEP药物阻断 HIV感染的

机会。

（2）对 nPEP的态度：除了HIV感染风险的自我感知外，

对 nPEP的态度可能是另一个影响个人使用 nPEP的主观因

素，有研究发现，在信任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使用者中，

即使出现了不良反应，服药者也可以正确接受和应对，从而

保证了服药依从性［27］。可见 nPEP的使用也必须建立在对

其有效性和安全性信任的基础上，而且信任还可以提高使

用者对于服药的信心，提高其完成 28 d服药的自我效能，从

而避免中途停药对预防效果带来的影响。

（3）nPEP相关的社会规范：nPEP的社会规范指个人周

围的同伴或所处群体对于HIV和使用 nPEP的态度和支持

程度，意大利的一项调查发现，nPEP的知晓率较低与对

MSM的HIV的污名化有关［22］，还有研究发现，经历种族歧

视、“恐同”和对艾滋病的污名化会减少高危人群对传统

HIV预防方法的获取和利用［31-32］。如果将 nPEP与性滥交及

HIV感染联系在一起时，部分发生高危行为者可能会因为

担心受到歧视，而不会向周围的同伴或医务人员寻求帮助，

从而没有及时选择nPEP药物进行阻断。

3.行为技巧因素对nPEP使用的影响：

（1）nPEP使用的相关技能：IMB模型认为，行为技巧因

素可以直接影响高危行为的改变。与传统的HIV干预手段

如安全套、HIV定期检测等类似，使用 nPEP药物也需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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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应的技能，首先使用者需要具备完成 nPEP服药疗程的

能力，因为 nPEP药物要求连续服用 28 d，中间不得停药，而

且服药前和服药后均需进行HIV检测，同时服药过程中还

会出现不良反应，所以使用者不仅要避免漏服，还要正确面

对和管理出现的不良反应。有相关研究发现，nPEP服药者

中途停药的主要原因是无法忍受不良反应和无法坚持每日

服药，而完成服药的调查对象则表示，虽然也出现了药物不

良反应，但是可以正确处理其带来的负面作用［24］。所以，在

服药前除了应该告知服药者可能存在的药物不良反应，还

应针对如何处理药物不良反应和避免漏服的方法对服药者

进行培训，提高服药者完成 28 d服药的能力。另外，使用者

应该具备正确利用医疗服务的能力，因为有研究［21，33］发现，

能够规律进行HIV检测者和性病门诊患者对于 nPEP的知

晓率更高，不但说明了这部分人群可以在接受医疗服务过

程中学习 nPEP相关知识，而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当发生高

危行为时，这部分人具备通过正规的途径获得 nPEP相关咨

询和服务的能力。

（2）自我效能：自我效能的概念最早是由 Bandura［34］提
出的，指人们对自己实施某特定行为或实现某个特定目标

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它决定了一个人是否会实施某个

行为，为实施这一行为会付出多少努力，以及在遇到困难时

会坚持多久。有研究发现，安全套使用的自我效能较高者

知晓 nPEP的比例更高［35］，对于 nPEP的使用可以推断，自我

效能较高的个体，在发生高危行为后，可能也会更加主动地

寻求 nPEP的帮助，而且也能够较好的完成服药流程，并在

服药结束后主动地进行HIV检测评价阻断效果。

4.影响nPEP使用的其他可能因素：

除了 IMB模型中的信息、动机和行为技巧因素会对

nPEP的使用产生影响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外部环境因素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 nPEP的使用。因为 nPEP药物以及服药相

关的检测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费用，而且国外的相关研究［36］

也发现，自身有医疗保险者比无医疗保险者曾使用过 nPEP
的比例更高，说明费用会成为影响 nPEP使用的因素，而对

于部分低收入者或者无收入的学生人群服药费用更是可能

成为其服药的决定因素。还有研究发现，与同时服用多种

片剂的治疗方案相比，只服用 1种片剂的治疗方案的药物

依从性更好，说明制药技术的更新也会有利于使用者坚持

服药，增加阻断效果［37］。另外，获取 nPEP服务的可及性也

可能会影响其使用，因为 nPEP属于应急性服药，在高危行

为发生后，无法在当地及时获得阻断药物，也很可能妨碍有

需求者及时服用药物。最后，从事艾滋病相关防治工作的

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对于 nPEP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会影

响当地高危人群对于 nPEP的使用，因为部分个体会因为发

生高危行为而向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如果这些工作人员能

在第一时间根据求询者的暴露情况给出专业的建议，不仅

有利于求询者缓解心理紧张，而且能够帮助其通过正规途

径获得nPEP服务，从而预防HIV感染。

三、IMB模型在nPEP研究中的作用

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归纳出影响 nPEP使用的相关因

素大致可以分为信息因素、动机因素和行为技巧因素，以及

其他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影响 nPEP使用的因素等。IMB模

型作为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作用已经得到了验证，所以从

理论角度分析，将 IMB模型应用于探索 nPEP使用的影响因

素研究是可行的，而且可以在此类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促进

nPEP使用的干预措施，并可以对这一措施进行科学的评

价。而从 nPEP的实际使用角度分析，该模型依然适用，因

为作为一种干预手段或者健康行为，只有一个人在充分掌

握相关知识且充分感知到自身存在HIV感染风险的情况才

会去寻求 nPEP的帮助，而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同

时掌握了 nPEP的使用技巧，使用者才会启动并完成整个

nPEP的服药过程；当然还应该将 3个模块以外可能影响

nPEP使用的外部环境因素如药物费用、可及性等也纳入

IMB模型进行分析，构建符合 nPEP使用特点的 IMB模型，

从而全面的探索 nPEP推广的相关因素。而目前大部分研

究［5-7，21-29，35-43］通过定量和定性两种方式分别收集部分有关

nPEP使用的信息、动机和行为技巧等内容，尚无以 IMB模

型为基础结合其他模型外因素综合分析 nPEP使用的相关

研究，所以，信息、动机和行为技巧因素对于 nPEP使用的作

用机制、3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外部因素对模型的影响，

都还需通过有针对性的相关研究进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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